
 

 

公共数据开放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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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据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推动公共数

据开放是释放数据要素红利的重要举措。虽然已有文献充分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或数字技术应用

的经济效应，但是从数据要素视角的研究相对不足。文章以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作为准自然实

验，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

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尤其是数字技术发明创新。机制检验表明，强化数据要素供给、促进

数字化投资以及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是公共数据开放激励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主要渠道。进一

步分析发现，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以及数字基础

设施较为完善的地区；此外，公共数据开放质量越高，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文章的研究不

仅丰富了关于数据生产要素经济价值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对于加快发展数据生产力和释放数

据要素经济效益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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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并列的一种新

型生产要素（杨俊等，2022）。特别地，政府在履行公职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创造、采集、获

取的数据，不仅种类丰富、量级庞大，更是领域内重要的权威数据，也被视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

资源（Robinson 等，2009；彭远怀，2023）。公共数据具有明显的公共品属性，是社会公共利益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不涉及国家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公共数据理应开放共享（郑磊，2015）。2024年 9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发布，指出要“以促进

公共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为主线，以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为目标，破除公共数据流通使用

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激发共享开放动力，优化公共数据资源配置，释放市场创新活力，

充分发挥数据要素放大、叠加、倍增效应，为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提供坚实支撑”。根据《中国数据产权制度蓝皮书（2022）》披露的数据，2022年我国的数据产量

为 8.1ZB，占全球数据总量的 10.5%，位居世界第二。而其中公共数据是占比最大的数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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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要素共享和开放中具有示范性、引领性和基础性作用（方锦程等，2023）。在公共数据资

源持续增长和不断积累的背景下，评估公共数据开放的影响对于加快释放数据要素经济效益至

关重要。

ICT

JiweiGPT

当前，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是强化数字中国关键能力的重要措施。以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创新已成为赋能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路径，也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被视为数字技术创新的基础

性资源（赵放等，2024），而随着政府部门在公共数据开放领域的持续推进，公共数据作为新型生

产要素汇入企业，可为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赋能。现实中，诸多企业都在积极利用公共数据

进行数字技术创新。例如，北京集微科技有限公司将北京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公开的海量 产

业数据、国家政策、投融资数据、行业分析报告等用于模型训练，研发出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

，用以提供文案创意与内容生成、文生图、文生视频等服务，并成功申请了专利。①随着

实践的深入，从学理角度深入探究释放公共数据资源对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及其影响机

制，对于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作为一种非稀缺性资源，公共数据与劳动力、资本以及土地等传统要素有所不同，其具有

非耗费性、可重复使用性、非竞争性以及高度融合性等特征（黄先海等，2023b），从而使得公共

数据开放过程能够为使用者的数字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资源、技术和政策支撑。具体地，本文借

助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场景，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

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并且主要体现在

激励企业数字技术的发明创新上。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强化数据要素供给、促进数字化投资以

及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是公共数据开放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三个主要渠道。进一步分析

发现，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以及数字基础设施

较为完善的地区；同时，公共数据开放质量越高，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有效补充了关于数据生产要素经济价

值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衍生出数字经济，而数据是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虽然已有文献充分探究了数字

经济发展或数字技术应用的经济效应（赵涛等，2020；袁淳等，2021），但从数据要素视角的研究

相对不足。本文借助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独特政策场景，评估了数据生产要素的数字创新

效应，这不仅有效补充了关于数据生产要素经济价值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也丰富了评估公

共数据开放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第二，从构建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的战略高度出

发，深入研究数据要素的赋能作用，将公共数据开放与数字技术创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系统梳

理并总结了公共数据开放驱动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具体而言，本文从资源、技术和

政策三个维度入手，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公共数据开放在强化数据要素供给、促进数字化投

资以及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等方面对企业数字创新的激励效应，进而为更深入理解二者之间

的逻辑关系提供了详实的经验证据。第三，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与现实意义。本文从

数字创新视角验证了开放公共数据的价值创造效应，这不仅为公共部门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工作

和私人部门利用公共数据提供了相关理论指导，对于加快释放数据要素红利和推动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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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本文旨在探究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现有文献中有两支文献与我们的

研究直接相关：

第一支文献主要考察数字技术创新的经济效应以及驱动因素。在数字技术创新的经济效

应方面，已有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黄勃等，2023）、企业市场价值

（陶锋等，2023）、企业出口质量（黄先海等，2023a）以及企业并购绩效（周鹏等，2024）等均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赵源（2023）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租金分享更加偏向于技术

要素，从而显著扩大了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在数字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上，有学者探究了税

收激励（杨鹏等，2023）、市场一体化（胡增玺和马述忠，2023）和知识产权保护（韩先锋等，2024）

等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

第二支文献聚焦于公共数据开放的影响。早期文献主要从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的视角关

注公共数据开放的制度基础、决定因素以及挑战等（Safarov 等，2017；Hughes-Cromwick 和

Coronado，2019）。近年来，随着政府部门在开放数据方面的不断实践，评估公共数据开放的影响

逐渐成为可能。已有文献主要借助公共数据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探究公共数据开放的经济

价值，发现其对于缓解城市内区域发展差距（方锦程等，2023）、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彭远

怀，2023）以及降低城投债利差（欧阳伊玲等，2024）等具有积极作用。Nagaraj（2022）发现，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卫星测绘数据开放使金矿发现率几乎翻了一番，并将新进入者的市场份额从 10%

提高到 25%。陈艳利和蒋琪（2024）考察了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数据生产要素

的资源补给机制和创新意愿的动力刺激机制是公共数据开放促进企业创新的主要渠道。

综合上述文献来看，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缺憾：一是，已有文献主要考察了数字技术创新

对企业的影响，但是，探讨数字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和实现路径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数字技术

创新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如何激励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的

重要问题。二是，从实证视角评估公共数据开放的微观经济效应的文献相对不足，进一步拓展

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充分释放数据要素红利和政府部门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工作提供参考。鉴

于此，本文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

（二）制度背景

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是释放数据要素红利的关键措施，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郑磊，2015）。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公共数据开放工作。2015

年 8 月，《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要稳步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加快建设政府数

据统一开放平台。2020年 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

制的意见》首次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并提出建立促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和数据资源有效流动

的制度规范。2022 年 1 月，《“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要“提升公共数据开放水平，释

放数据红利”。2023年 2月，《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推动公共数据汇聚利用是畅通

数据资源大循环的关键环节。2024年 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公共数据

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发布，这是中央层面首次对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进行系统部署。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既是开放获取公共数据的载体，也是连接数据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桥梁，

其用途在于公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公共数据。公众可在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公

开检索、浏览、获取和使用公共数据，并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互动。2012年，上海率先探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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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开放工作，上线“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该网站是中国第一个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

台。随后，各省市开始大力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截至 2024 年 7月，已有 243个省级和城

市的地方政府上线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三）理论分析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企业对现有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约瑟夫•熊彼

特，2009），而数字技术创新实际上是以数字化思维为导向、数据为基础性资源、数字技术为工

具而重组生产要素的过程（刘洋等，2020）。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与劳动力、资本、土

地以及技术等并列的新型生产要素（杨俊等，2022）。公共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进入企业将变

革原有生产函数，并产生“新组合”。一方面，与传统物质生产要素不同，公共数据具有非耗费

性、可重复使用性以及非竞争性等特征（黄先海等，2023b），这使得其在开放后可以在不损失原

有价值的情况下被多次或多个生产环节同时使用和共享，从而能够为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活动持

续提供基础性资源投入。另一方面，公共数据具有高度融合性特征，其进入企业后可与劳动力、

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相融合而共同参与生产过程。这种融合不仅有利于数字创新开发者做出更

加科学化和数据驱动型的决策，也可帮助企业进一步全面地掌握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求，从而

优化投资决策，提高资本利用效率，最终有助于企业开发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数字产品（方锦程

等，2023）。例如，百度公司通过对北京市政府公开的交通流量、道路条件、交通事故记录等公共

数据资源的深度学习和不断迭代，研发出了智能驾驶技术。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H1：公共数据开放有利于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接下来，基于资源、技术和政策三个方面的支撑，本文分别从强化数据要素供给、促进数字

化投资以及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视角详细阐述公共数据开放如何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第一，与传统技术创新相比，数字技术创新主要以数字化思维为导向实现对现有技术的改

进和突破，其更加强调对数据的可得性和处理能力（刘洋等，2020）。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数

据被视为数字技术创新的基础性资源（赵放等，2024）。例如，在机器学习领域，企业通过对大规

模标注数据集的训练与学习，不仅可以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泛化能力，还能加速人工智能系统

的迭代与升级，这种数据驱动的技术进步也能够推动企业在数字领域持续创新。因此，对数据

的可得性是决定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开放的海量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集为

企业提供了一个可以低成本便捷获取数据要素的数据源。例如，济南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分主

题列示了 19个领域的数据资源，包括市场监督、教育科技、文化休闲、经贸工商、资源环境、公

共安全、交通出行以及气象服务等，数据总量达到 25.8 亿条。在过去，由于公共部门高垄断性、

低开放性的缘故，这些数据通常是企业相对难以直接获取的。而如今，企业可在开放平台上查

询、下载、使用以及分析这些数据（Hughes-Cromwick 和 Coronado，2019），从而极大地增加了企

业对数据要素的可得性。此外，开放的公共数据通常由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具备较高的权威性

和可信度，有助于简化企业在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中辨别信息真伪的复杂程序，从而提升了数

据使用效率（张莉和林安然，2023）。因此，总的来说，开放具有权威性的公共数据极大地提高了

数据资源的普惠化水平，强化了对企业的数据要素供给，进而能够为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活

动提供资源支撑。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H2：公共数据开放能通过强化数据要素供给而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第二，在数字化时代，数据被视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数据本身的内容

上，更在于对数据的整合、分析与应用能力上。通过有效整合多源数据，并运用先进的数据分析

技术，企业能够挖掘出数据中潜在的商业价值，从而优化决策过程（李正辉等，2024）。因此，在

  2025 年第 2 期

•  22  •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后，为了将资源型数据转化为数据生产力，企业必须加大对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投资与应用，以帮助其更有效地收集、存储、管理并深度分析这些

体量庞大且种类丰富的数据资源（Einav和 Levin，2014）。例如，浙江永康农商银行通过使用浙江

省医保局、药监局以及财政厅开放的信用、医疗和支付等领域的公共数据，并协同人脸识别、人

工智能、云计算、互联网以及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开发了基于人脸识别的个人信用无感支付云

平台。数字技术具有收敛性和自成长性特征，前者指数字技术对产品边界、部门边界以及组织

边界具有模糊效应，从而能够促进不同主体间的深度融合（Nambisan等，2017）；后者指数字技术

是动态更新的，可根据偏好和需求变化不断地进行迭代和更新（刘洋等，2020）。因此，企业在数

字技术上的投资不仅有利于增强对数据的多边处理和整合能力，进而实现创新资源在不同部门

和组织间的有效配置，同时也能帮助企业持续积累数字技术资源和增长数字技术知识，进而为

开展数字技术创新提供技术支撑。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H3：公共数据开放能通过促进数字化投资而激励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第三，无论是传统的技术创新还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数字技术创新，都是风险相对较高和

投入相对较大的投资活动，这类投资活动易受外部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Pástor 和

Veronesi，2009）。特别地，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之后，为了应对突发情况或完成其他目标，可能

会临时对现有政策做出调整或改变，从而造成政策的前后不一致性，而这种不一致性是制约企

业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因此，企业在进行日常经营决策尤其是研发决策前，不仅要了解

消费者需求和市场竞争状况，还需要准确把握政策意图和导向（饶品贵和徐子慧，2017）。而公

共数据开放平台不仅开放政府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所采集和收集的企业数据、行业数据

以及市场数据等结构化数据，还开放包括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执行过程等非结构化文本数

据。这部分政策数据的公开提高了政府的开放性，降低了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相

对缓解了企业部门的信息劣势（于文超等，2020）。并且，政府公开的原始数据中详细地披露了

数据的提供方和联系方式，从而极大地强化了问责机制。因此，公共数据开放可以通过降低企

业部门的信息劣势和提升社会主体问责的实施效力，降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一致性，从而营

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最终降低企业政策不确定性感知。而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是影响

企业风险评估和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当企业感知到外部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其对未来具有

较为稳定和积极的预期，从而促使企业对具有高风险和高收益特征的数字技术创新活动表现得

更加积极（Gulen和 Ion，2016），即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H4：公共数据开放能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而促进数字技术创新。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时间区间为 2010—2021 年，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国泰

安数据库，宏观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时间根据

复旦大学发布的《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城市）》和华东师范大学发布的《中国政府开放数

据利用研究报告》以及百度搜索进行交叉验证。本文对数据做如下处理：剔除非正常上市的样

本；删除变量取值缺失的样本；对连续变量进行前后 1%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度量

Diginnov被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创新（ ）。专利的 IPC信息详细列示了专利所属的技术领域，

因此可根据专利的 IPC分类号识别企业的数字技术专利，从而度量其数字技术创新。本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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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锋等（2023）的研究，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和《国
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2018）》，构建“国民经济行业代码—IPC分类号—数
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代码”的对照关系，识别出数字技术专利，并按年度在企业层面进行加总，

最终以企业数字技术专利申请数加 1的自然对数衡量其数字技术创新。

Dataopen

Dataopen Dataopen

Dataopen

解释变量：公共数据开放（ ）。公共数据开放是指政府部门将其在提供公共服务过

程中所采集和获取的数据资源统一整合到数据开放平台上，并免费开放给社会主体下载和使用

的过程。其中，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是开放获取公共数据的载体，也是连接开放数据供给者和使

用者之间的桥梁。用户可在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公开检索、浏览、获取和使用公共数据。因此，

在公共数据平台上线的地区，其公共数据可得性将得到极大提升。具体地，本文构建公共数据

开放政策的哑变量 ，企业所在城市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当年及以后， 赋

值为 1；其他情况 为 0。

Ass

Age S oe Roa Cas

Inv Lev S hare S tate Exe

Indep Cap PGDP S econd

Revenue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关于数字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本文控制如下因素：企业规模（ ）、

企业年龄（ ）、所有权性质（ ）、总资产净利润率（ ）、现金资产比率（ ）、无形资产比

率（ ）、资产负债率（ ）、股权集中度（ ）、国有持股比例（ ）、高管持股比例（ ）、

董事会独立性（ ）、资本密集度（ ）、各城市的人均 GDP（ ）、二产占比（ ）和

财政收入占比（ ）。①

（三）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以地方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公共数据

开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由当地政府决定，对于企业来说是一

个外生事件。具体地，本文将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城市的企业作为实验组，将未上线公共数

据开放平台城市的企业作为控制组，并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Diginnovi jt = β0+β1Dataopen jt +β2Controli jt +Yeart +Firmi+εi jt （1）

Diginnovi jt j i t Dataopen jt j t

Controli jt Yeart Firmi

εi jt

其中，被解释变量 表示 城市 企业在 年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表示 城市在

年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哑变量， 为控制变量， 为年份固定效应， 为企业固定

效应， 表示残差项，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Dataopen

Dataopen

表 1 报告了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影响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未加入控制

变量，但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列（2）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上

述估计结果均显示，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和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具

有正相关关系。以列（2）为例， 的回归系数为 0.0578，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后，

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提升了 5.78%，相对于样本期间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均值（1.1552）提升了 5.0%。
因此，无论在统计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公共数据开放确实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研究假

说 H1成立。

上述结论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数字技术创新，表现为企业数字技术专利申请量

的增加。然而，数字技术专利可进一步细分为数字技术发明专利与数字技术实用新型专利，与

后者相比，数字技术发明专利的申请需要具备实质性的技术突破，即更具创新性与新颖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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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nnov_inv

Diginnov_uti Dataopen

的质量更高。那么，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究竟体现在何种数字技术专利

上？为此，本文分别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发明创新（ ）和数字技术实用

新型创新（ ）的影响。表 1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显示， 的估计系数仅在

数字技术发明创新为被解释变量时显著为正，说明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发明

创新，而对数字技术实用新型创新无显著影响，这也验证了公共数据开放对高质量数字技术创

新的激励作用。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Diginnov Diginnov Diginnov_inv Diginnov_uti

Dataopen 0.0467**（0.0234） 0.0578**（0.0257） 0.0540**（0.0231） 0.0209（0.0213）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7 123 17 123 17 123 17 123

R2 0.7742 0.7770 0.7806 0.7418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本表及以下各表略去常数项。下表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DID在本文的研究情境下， 方法运用的前提是实验组和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上线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地区和未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地区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变化趋势在公共

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前不存在显著差异。为此，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对平行趋势假定进行检验，

并使用政策开始前一期作为基准期，即估计模型（2）：

Diginnovi jt = α+

K=8∑
K=−8,K,−1

βKTreatK
jt +γControli jt +Firmi+Yeart +εi jt （2）

TreatK

K

Treat−2

Treat0

Treat1

TreatK

TreatK

TreatK

其中， 为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这一

“事件”的虚拟变量， 为相对于事件的年

份。具体而言， 表示上线公共数据开

放平台的前两年， 表示上线公共数据

开放平台的当年， 表示上线公共数据

开放平台后的第一年，以此类推。回归结果

中 的一系列估计系数反映了公共数据

开放对数字技术创新影响的动态效应。图 1
描述了 95% 置信区间下 的估计系数，

可以看到，在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前，

TreatK

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这意味着数字技术创新随时间的变动趋势在实验组和控制组中无明显差

异，由此平行趋势假设成立。而在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后，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公共

数据开放显著激励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三）稳健性检验①

1. 工具变量检验。在数字技术创新较为活跃的地区，当地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政府对数字经

济发展的政策支撑可能较为完善，此时政府拥有的公共数据资源也相对更多，这会促使政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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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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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IV

Dataopen Cragg−DonaldWaldF

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以释放更多的数据经济效益。因此，原文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

内生性问题。对此，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具体地，借鉴欧阳伊玲等（2024）的研究，选

取 1984 年各城市邮电业务量作为公共数据开放的工具变量。城市过去使用的通信方式将从技

术、基础设施和社会偏好等方面影响样本期内各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经济政策，而

政府越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就越可能搭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从而满足工具

变量选取的相关性要求。同时，历史邮电数据并不直接影响样本期的数字技术创新，因此也满

足工具变量选取的外生性要求。此外，考虑到历史邮电业务量仅为截面数据，难以直接作为面

板数据的工具变量，因此，本文使用 1984年各城市人均邮电业务量和样本期间全国邮电业务增

长率的交互项作为本文的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 的估计系数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工具变量第二阶段的

回归结果显示，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并且 统计量的值为 383.236，

即拒绝了弱工具变量检验的原假设，说明在使用历史邮电数据作为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

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依然成立。

PSM−DID

logit

Dataopen

2.  。实际上，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并非严格的准自然实验，并且上线公共数据

开放平台的地区和未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地区间存在诸多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特征差异，

很可能是这些特征差异带来了数字技术创新的不同，从而影响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为此，

参考蔡运坤等（2024）的研究，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缓解上述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性偏差问

题。先以基准模型中企业层面的相关变量为匹配变量对是否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政策变量

进行 回归，并通过 1∶4的近邻匹配法为位于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地区的样本匹配具有共

同支撑的控制组样本。再使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 的估计系数显著

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Dataopen_pre1

Dataopen_pre2 Dataopen_pre1 Dataopen_pre2

Dataopen_pre1 Dataopen_pre2

3. 预期效应检验。为验证双重差分模型的有效性，本文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预期效应。在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之前，当地企业可能会提前预期政府开放公共数据的政策，并据此调整

其创新决策，这可能导致基准回归结果存在偏误。为控制企业对政策的预期效应，本文参考崔

惠玉等（2023）的做法，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时间分别提前一年和两年，记为

和 ，并重新回归。此时，若 和 的估计系数显著异于 0，

则说明企业在公共数据平台上线前就已形成调整创新决策的预期，进而影响基准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预期效应的回归结果显示， 和 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企

业在政策实施前并没有形成调整数字创新决策的预期。

4. 安慰剂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和数字技术创新的相关性可能存在伪回归问题，即上线公共

数据开放平台地区的数字技术创新本身可能就比较高，不受是否开放公共数据的影响。因此，

本文进一步通过安慰剂检验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检验，以确保政策处理效应的有效性。首先，

为每个地区随机选取一个年份作为虚拟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时间点，再随机选取与原实验

组相同的城市数。其次，将得到的城市—年份数据与原样本匹配。其中，将随机选取的城市内的

企业作为新实验组，其他企业则作为控制组。最后，按照基准回归模型估计政策效果。重复上述

置换检验 500次，得到 500个随机政策的估计系数，并绘制随机估计系数的概率密度分布图。安

慰剂检验的估计系数分布图显示，随机政策的估计系数分布在 0 附近，且绝大部分数值均显著

小于真实的估计系数，这进一步验证了真实的公共数据开放政策的有效性。

5. 排除竞争性解释。现实中存在与公共数据开放相关，又可能影响数字技术创新的其他政

策，从而会对前文的估计结果造成干扰。其中，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上线会显著影响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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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open

层面公共数据开放的作用效果，并且存在部分地级市未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但省级上线的情

况，此时企业仍可从省级平台上下载和使用所在地级市的公共数据资源。为此，一方面，本文将

省级层面的公共数据开放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另一方面，剔除地级市未上线平台

但省级上线平台的地级市样本，重新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进一步地，本文依次控制“宽带中

国”示范城市政策、大数据试验区政策以及“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之后，本文同时控制上述所

有竞争性政策。排除竞争性解释的估计结果显示，上述回归中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

正，再次验证了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tobit Dataopen

6. 其他稳健性检验。首先，鉴于公共数据平台的开放性特征，本地区企业亦可下载和使用

其他地区公共数据平台上的数据资源，这导致其他城市公共数据开放也会影响本地区企业的数

字技术创新，如果不控制上述溢出效应可能会导致基准回归结果有偏。为此，本文参考许文立

和孙磊（2023）的研究，按照平台上线时点构建与该城市在行政区划上相邻的溢出效应变量，①并

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基准回归中。其次，数字技术从研发到专利申请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周

期，这会导致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为此我们将解释变量滞后

一期重新按基准模型进行估计。最后，企业计数的非负变量通常高度右偏，且在 0 处有大量的

值，这种分布特征对回归分析提出了挑战，使得线性回归效率低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使

用面板 回归重新估计基准模型。上述回归结果显示，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进一

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五、影响机制检验

接下来，结合理论分析，本文对强化数据要素供给、促进数字化投资以及降低政策不确定

性感知这三个机制分别进行实证检验。

（一）强化数据要素供给

Con1

Con1 交互项Dataopen×Con1

Con1 Dataopen×Con1

Con2 Con2

Con2 Con2 交互项Dataopen×Con2

Dataopen×Con2

如果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强化数据要素供给而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那么公共数据开

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应在公共数据可得性相对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明显。公共数据

主要是政府部门在履行公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产生，并由政府收集和获取，是政府部门

的垄断性资源。而当企业高管在政府部门具有任职经历时，其对公共数据的可得性可能相对较

高；反之，则对公共数据的可得性相对较低。由此本文预期，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的促进效应将在高管无政府部门任职经历的样本中更为明显，如果这一预期成立，则可验证假

说 H2。本文参考陈艳利和蒋琪（2024）的研究，先构建分组虚拟变量 ，若公司高管（董事长

或者总经理）曾任或现任政府官员，则 赋值为 0，其他为 1；然后，将

和 加入基准模型中。表 2列（1）的回归结果显示，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

明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高管无政府部门任职经历的样本中更为明显，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强化数据要素供给而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这

一结论，假说 H2 得证。此外，本文进一步区分高管任职级别以验证上述机制。具体地，构建分

组变量 ，当高管在政府部门无任职经历或任职科长时， 赋值为 1；而当高管任职处级

及以上职务时， 赋值为 0。随后，将 和 加入基准回归模型中，表 2

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说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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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影响机制检验

（1） （2） （3） （4） （5） （6）

Diginnov Diginnov Diginnov Diginnov Diginnov Diginnov

Dataopen –0.0062 –0.0031 0.0249 0.0292 0.0114 0.0134

（0.0379） （0.0418） （0.0348） （0.0265） （0.0389） （0.0362）

Con1 –0.0076

（0.0269）

Dataopen×Con1 0.0888**

（0.0404）

Con2 0.0060

（0.0286）

Dataopen×Con2 0.0816*

（0.0453）

Dig1 –0.0178

（0.0262）

Dataopen×Dig1 0.0629**

（0.0314）

Dig2 0.0074

（0.0309）

Dataopen×Dig2 0.0895**

（0.0399）

FEPU1 –0.0303

（0.0234）

Dataopen×FEPU1 0.0658*

（0.0384）

FEPU2 –0.2347***

（0.0745）

Dataopen×FEPU2 0.0685*

（0.0383）

N 17 123 17 123 13 734 17 011 13 924 13 924

R2 0.7772 0.7771 0.7761 0.7774 0.7971 0.7975

　　注：本表及以下各表均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及控制变量。
 

（二）促进数字化投资

Dig1 Dig2

Dig1 Dig2

Dig1 交互项Dataopen×Dig1 Dig2 交互项Dataopen×Dig2

如果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强化数字化投资而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那么公共数据开放

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应在数字化投资相对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首先，借鉴范合

君等（2023）的做法，以上市公司年末无形资产明细中与数字技术相关的资产占比作为企业数字

化投资的第一个替代指标。其次，鉴于企业对未来的展望及其战略特征多体现在其年报中，部

分文献使用公司年报中与数字技术相关词汇的词频数来度量企业数字化投资，这一数值越大表

示企业对数字化越重视，从而更可能进行数字化投资。具体地，借鉴何德旭等（2024）的研究，使

用上市公司年报中数字化词汇词频数作为企业数字化投资的第二个替代指标。在检验部分，首

先构建数字技术资产占比和数字化词频数的分组变量 和 ，当其数值小于样本期间的中

位数时，将样本划分为数字化投资水平相对较低的组别， 和 赋值为 1，否则为 0；然后，

将 和 以及 和 分别加入基准回归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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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open×Dig1 Dataopen×Dig2表 2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显示， 和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数字化投资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强化企业数字化投资进而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的结论。由此，研究假说 H3得证。

（三）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

FEPU1 FEPU2

FEPU1 FEPU2

FEPU1 Dataopen×FEPU1 FEPU2 Dataopen×FEPU2

Dataopen×FEPU1 Dataopen×FEPU2

如果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而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那么公共数

据开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应在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相对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本

文参考聂辉华等（2020）的做法，使用“词表法”筛选上市公司年报中政策不确定性相关内容文本

来构建企业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数。具体地，以年报中不确定句子数占总句子数比例和不确定

词语数占总词语数的比重作为企业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两个代理指标，指标的数值越大，

意味着企业的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越高。具体地，先构建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分组变量

和 ，当不确定性句子数占比和词语数占比分别大于样本中位数时，将样本划分为

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较高的组别，此时 和 赋值为 1；否则为 0。然后，将

和交互项 、 和交互项 分别纳入基准回归模

型中，表 2 列（5）和列（6）的回归结果显示， 和 的估计系数

均显著为正，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

较高的样本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进

而激励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这一结论。由此，研究假说 H4得证。

六、进一步分析

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其高管在政府部门的任职经历通常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对公共数据

的可得性显著不同，最终影响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而数字基础设施是政

府建设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和用户访问平台的重要基础，因此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也会影响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与此同时，不同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其公共数据开放质量参差不齐，进而

影响公共数据开放的数字创新效应。由此，本文主要从产权、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数据开放

质量三个视角开展进一步分析。

（一）产权的影响

Dataopen

本文根据最终控制权的不同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以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

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的异质性。表 3 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

的估计系数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为正，而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这说明公共数据开

放主要提升了非国有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而对国有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并没有显著影

响。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高管在政府部门的任职经历相对较

多，其本身就更易获取公共数据资源（陈艳利和蒋琪，2024）。因此，国有企业对公共数据开放相

对不敏感，从而导致公共数据开放对其数字技术创新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国有

企业多处于垄断性行业，且更多地承担着稳就业和保障员工福利等社会性责任，其创新动力和

意愿不强；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更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绩效是非国有企业追求的

首要目标，其会抓住公共数据开放的契机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研发创新活动中，从而更有利于自

身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二）数字基础设施的影响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是下载和获取公共数据的载体，是开放数据供给侧和需求侧沟通互动的

节点和桥梁。但是，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建设以及企业对公共数据的下载和获取一定程度上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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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open

赖于其所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帮助政府部门在

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获取更多的公共数据，从而有利于推进和完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另

一方面，当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差时，即使政府部门开放大量公共数据，用户对公共数据的可得

性也相对较低。因此，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应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

为完善的地区更为明显。为检验上述猜想，本文使用各城市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作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代理指标，并根据其数值是否大于样本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较好的组别和较差的组别。表 3列（3）和列（4）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 的估计系数

仅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好的地区中显著为正，这表明公共数据开放主要促进了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相对完善地区的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表 3    进一步分析

（1） （2） （3） （4） （5） （6）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数字基础设施好 数字基础设施差 Diginnov Diginnov

Dataopen 0.0530 0.0758** 0.0961*** 0.0148

（0.0410） （0.0333） （0.0354） （0.0411）

Index 0.0032*

（0.0019）

Dataset 0.0387**

（0.0174）

N 5 782 11 282 8 142 8 446 2 965 3 364

R2 0.8260 0.7508 0.8101 0.8121 0.8664 0.8658
 

（三）公共数据开放质量的影响

Index

Dataset

Index Dataset

公共数据开放的实践形式是政府将公共数据资源统一整合到开放平台上以供需求者下载

和使用。目前，尽管已有大部分地区都上线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并提供各种类型的公共数据资

源，但各平台运营状况和数据开放质量参差不齐。当公共数据开放平台运营不善或开放数据的

范围和数量不足时，企业在获取和利用数据资源的过程中可能面临阻碍，进而削弱公共数据开

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基于此，本文使用《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城市）》中

披露的中国开放林指数和有效数据集总数作为公共数据开放质量的代理变量，对公共数据开放

质量的数字技术创新效应进行检验。其中，开放林指数是对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和运营情况

的综合评价，其二级指标包括平台层指数、数据层指数和准备度指数等。而有效数据集总数则

是对公共数据平台开放数据量的客观评价。由此，本文主要使用开放林综合指数（ ）和有效

数据总量（ ）进行检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城市）》中开放林指

数和有效数据集总数自 2017年开始公布，因此匹配数据后样本量会大幅减少，但这可在一定程

度验证本文想要考察的问题。表 3 列（5）和列（6）的回归结果显示， 和 的估计系数

均显著为正，表明公共数据开放质量越高，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各城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公共数据

开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

技术创新，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2）强化数据要素供给、促进数字化投资以及降

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是公共数据开放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三个主要渠道。（3）公共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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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开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

好的地区。（4）公共数据开放质量越高，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

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源泉，而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技术创新具有促

进作用，这充分验证了公共数据要素的创新驱动效应，对于加快发展数据生产力和推动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加快推进公共

数据开放工作。对于目前仍未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地区而言，可与已成功运营数据开放平

台的地区进行对接，借鉴成功经验，以减少平台建设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同时，可设立专项资

金，增加技术和人员等方面的投入，以争取尽早推动平台落地。对于已经上线平台的地区而言，

一方面可通过广泛征集社会公众对不同类型公共数据的需求，优先开放需求量大、商业价值高

的公共数据，不断扩大数据开放范围；另一方面，应逐步提高数据更新频率，对数据资源进行分

行业、分主题列示，同时提供分类检索导航和高级搜索功能，以满足用户的多样化与个性化需

求。第二，公共部门应充分重视公共数据的资源属性，加大海量数据的开放与共享，而企业应积

极将高价值数据应用于模型训练和软件开发，从而为开展数字技术创新提供资源供给。同时，

企业在下载和使用经济效益较高的数据资源的过程中，也要加强对政策性文本数据的分析和理

解，不断优化内部应对机制，主动适应政策变化，尽可能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决策的影响。

此外，企业还应将数字化投资作为战略重点，加快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

研发与应用，从而为充分激励数字技术创新提供技术支撑。第三，非国有企业要持续挖掘公共

数据资源中潜藏的商业价值，不断开发面向公众的新产品和新服务。而国有企业不仅要加大对

公共数据的开发与利用，还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强化市场化经营。政府部门要加强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尤其是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以及千兆光网等新型网络基础设施的规模化部署，从

而为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提供底层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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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gbu 233030, China; 2. Schoo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3.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Summary: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ata serves not only as a carrier of information but also as a
new factor of production. Particularly, data created, collected, and obtain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course of
performing official duties and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are rich in variety, large in scale, and important and
authoritative within their fields, and they are also considered strategic resources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With the continuous growth and accumulation of public data resources,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open public
data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topic of interest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This paper leverages the launch of the public data open platform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em-
ploys the DID metho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on corporate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public data opennes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realm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vention innovation. Mechanism testing indicates that strength-
ening the supply of data elements, promoting digital investment, and reducing the perception of policy uncer-
tainty are the primary channels through which public data openness stimulates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on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mainly evident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areas with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dditionally, the higher the quality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
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ve given rise to the digital
economy, with data as the foundation of digit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ce, and a key production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hil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thoroughly explored the economic ef-
fect of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ere is a relative dearth of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elements. This paper utilizes the unique policy scenario of the public data open
platform to evaluate the digital innovation effect of data elements, which not only effectively supplement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value of data as a production factor, but also en-
riches the knowledge base for evaluating the economic effect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It also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importa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ata productivity and promot-
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data elements； public data openness；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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